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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道路無處不在，是人類與其所在

環境互動最直接的產物之一。道路一

經形成，就成為人類生活景觀的重要

部分，對社會和生態形成多方面的影

響。概而言之，道路有助於人員和貨

物的流動，促進經濟和貿易的發展，

為人們享受公共服務及其他社會資源

提供通道。在西方發達國家，道路作

為基礎設施的一部分，被視為現代生

活的一個必備構成而為人們理所當然

地加以使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則不

然，修建道路被視為減輕貧困和經濟

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得到多方鼓

勵。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道路

建設在中國一直是政策的優先點，

「要致富，先修路」的口號深入人心。

這種積極的道路政策促成了近年來道

路鋪設里程的迅速增長，與此同時引

發了社會和環境兩方面的深遠影響。

這無疑是研究者的機遇，也是挑戰。

較之於道路鋪設對生活和環境影

響的廣度和深度，現有的研究視角和

方法顯得捉襟見肘。主要表現在多數

研究囿於學科界限，畛域分明，偏重

一枝，缺乏對道路影響的跨學科綜合

性研究。其中，從經濟效果ç眼，美

國學者曾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規

模修建高速公路網的國家行為，總體

認為利大於弊，政策值得推行1。類

似思路也體現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審

視，不少研究認可高速公路是促進經

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2。至於道路

鋪設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對與經濟發

展雙生雙棲的環境問題，在早期研究

中往往遭忽視或被弱化。

這種狀況直到近來才有所改變。

當今國際上一些主要的發展項目資助

者都強調評估道路修建對環境的潛在

影響，由此可見，有關的新思路初露

端倪3。然而，目前分析道路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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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迅速增長，同時

引發了社會和環境兩

方面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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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態影響的研究，或稱為「道路生

態學」，通常偏重於考察道路帶來的

負面影響，諸如築路如何切割動物的

棲息地、破壞流域濕地、引進外來物

種、加快森林消亡等等4。令人遺憾

的是，道路生態學對與道路息息相關

的社會文化因素鮮有涉及，作為道路

修建者和使用者的人類更完全退居幕

後。

筆者認為，道路對整個區域的社

會、經濟、文化和生態影響，無論就

其範圍還是程度而言，都要比現有研

究的涵蓋面寬廣複雜得多。如果我們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這一複雜現象，就

應該跳出單一學科的限制，不要拘泥

於「道路生態學」、「道路經濟學」、

「道路社會學」的視域，而應該從跨學

科的角度，對其影響做全面綜合的深

入探討，在此基礎上形成一門「路學」

（Roadology）5。可喜的是，近來一些

學者已經在整合之路上出發：例如，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2001年成立了一個

名為「路迷」（Roadies）的跨學科研究小

組，試圖從不同學科角度對道路及其

影響作綜合性的研究6。近來中國大

規模修路的熱潮方興未艾，無疑給

「路學」研究者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和各

色激動人心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

跨學科研究只是一個方向。「路學」要

真正成為一門學科領域，還需要發展

其獨特的理論框架和切入視角，以及

具體的研究方法。筆者在下文中試以

四川、雲南藏區公路建設為例，對

「路學」的基本構想做一簡要的演示。

一　藏區公路面面觀

「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是

探討出於甚麼目的特定人群決定在特

定的時間和地段修築道路？以四川、

雲南的藏區為例，由於處於青藏高原

東麓邊緣，高海拔加上橫斷山脈的特

殊地貌，使得當地成為世界上交通條

件最艱難的地區之一。1950年前，除

了馬幫小道（「茶馬古道」是最近新創

的名詞）外7，當地沒有通常意義上的

公路。解放軍進軍西藏時，不得不一

邊修路一邊行進。在1950至60年代，

這一地區經歷了第一次大規模築路，

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通過築路將藏

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與中國中心地區聯

繫起來，是構建民族國家的手段。

1950年代末藏區的動亂和1960年代初

中印之間的邊境衝突，都是推動藏區

公路建設的重要因素8。

到了1970至80年代，國家現代化

的目標成為築路的出發點。一方面，

通過修路可以讓「落後」的少數民族接

觸現代文明，進而接受「改造」成為社

會主義大家庭的一份子；另一方面，

計劃經濟的思路使得當地資源為全國

分享變得順理成章。因而，在這一

時期，藏區修路是與砍伐森林及開採

礦產密切相關的。當時流行的人定

勝天觀念無疑助長了對自然的過度索

取9。當地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受到

雙重侵蝕是這一時期的特徵。

川滇藏區最近一波築路潮始於

1990年代後期，無論從規模和速度來

看，都是前兩波無法比擬的。此次高

潮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全球化過

程的加速同步。從築路的主導思路來

看，可以說是強調「發展」的現代化觀

念和強調「可持續性」的後現代觀念的

混雜。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本土文化

在這一時期被重新定位，從以往落後

貧困的象徵和地方財政的包袱轉型為

獨特的文化資源和大眾旅遊的消費熱

點。由於許多地區仍然視旅遊業為對

如果我們要全面深入

地了解道路對整個區

域的社會、經濟、文

化和生態影響，就應

該跳出單一學科的限

制，從跨學科的角度

對其影響做全面綜合

的深入探討，在此基

礎上形成一門「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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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有益的「無煙工業」，發展

旅遊業成為川滇藏區加速修築路網的

主要動力之一。由於地處邊疆，築路

又和中央及地方政府完善接駁周邊國

家路網從而促進經濟全球化的戰略相

連bk。

如果將注意力集中在當前的築路

潮上，研究者會發現他們面對的是一

個極其複雜的現象——築路對各方面

的影響遠遠超出單一學科、單一視角

所能涵蓋的範圍。本文僅從社會文

化、經濟生計、生態環境幾方面對直

觀可察的影響做一概述。

就修路的社會影響而言，最明顯

的無疑是推升了當地各族人口的流動

性和相互接觸的機會。這種流動具有

雙向性：一方面便利外來人群（漢族

為主體）進入藏區經商、工作或是旅

遊，另一方面新修的道路帶來的流動

性意味ç新機會，也意味ç外來文化

觀念對藏民的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造

成諸多衝擊。例如，在當地一些民族

中還存在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形式正在

逐漸解體消亡，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路

網的完善給這一制度l的年輕兄弟提

供了更多進入交通線附近城鎮尋找工

作和配偶的機會。另一個文化影響的

例子是當地藏人朝聖方式的微妙變

化。雖然一些人仍堅持傳統的長叩

（磕長頭）方式，但另一些人卻利用公

路乘坐汽車直接到達拉薩或者神山腳

下。現代交通網絡如何影響和賦予朝

聖行為新的經驗和意義，是「路學」中

很值得探討的一個課題bl。

就經濟生活而言，道路的修建給

當地人的傳統生計也帶來了巨大變

化。過去在滇西北，當地人的主要經

濟收入來源是畜牧業，輔以伐木和有

限的農業。但從1990年代起，尤其是

1998年禁止森林砍伐後，採集松茸成

為當地許多村民主要的現金收入來

源。新修的公路加上新建的機場，使

得松茸能夠在保鮮的狀態下送達國內

以至國外（日本）的主要消費市場。然

而，當地村民的收入受制於國內外市

場需求，松茸市場價格的浮動常常造

成村民收入不穩定。此外，村民時常

為松茸的採集地歸屬發生爭執，引發

村內以及村與村之間的矛盾bm。大量

的市場需求往往導致濫採濫摘，影響

松茸的持續生長。在以旅遊者為主要

市場的蟲草和雪蓮的採摘上，同樣的

情形也屢見不鮮bn。

滇金絲猴棲息地的遭遇是築路對

當地生態環境影響最直觀的縮影。作

為全世界二十五種瀕臨滅絕的靈長類

動物之一，滇金絲猴原本僅存於滇藏

交界處金沙江和瀾滄江之間的一條狹

長的走廊。過去幾十年間由於毀林濫

採，導致森林覆蓋率大幅下降，適合

作為滇金絲猴棲息地的面積逐年減

少。現在僅存約1,500隻左右的滇金絲

猴分布在十三個孤立的群落中bo。當

前大規模的築路勢將進一步分割猴群

的棲息地。雖然有些棲息地由於少數

民族的神山信仰（禁伐禁獵）而尚能保

存良好的生態環境，然而隨ç金絲

猴、冰川、神山，以及少數民族文化

成為當地旅遊業開發的「賣點」，築路

被順理成章地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前

提。一輛輛旅行車沿ç新修的道路將

大眾遊客帶入深山，從而給當地生態

和人文環境造成新的壓力和挑戰。

二　生物文化多樣性框架

上述藏區公路的例子說明了道路

建設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從築

路的動機到修路的後果都涉及到歷

藏區公路的例子說明

了道路建設是一個十

分複雜的現象，從築

路的動機到修路的後

果都涉及到歷史、文

化、社會和生態方方

面面。要達到對道路

建設前因後果的全面

了解和掌握，研究者

應該自覺地將自己的

研究置於跨學科的大

框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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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社會和生態方方面面。

要達到對道路建設前因後果的全面

了解和掌握，研究者應該自覺地將自

己的研究置於跨學科的大框架內。

筆者認為，川滇藏區類似南美亞馬

遜以及東南亞熱帶島嶼地區：文化

多元，生態複雜。在這樣的區域，

將道路研究置於「生物文化多樣性」

（Biocultural Diversity）這個框架下顯得

尤為適當。

「生物文化多樣性」是學界對「生

物多樣性」（Biodiversity）這一概念的

延伸發展。「生物多樣性」這一概念在

1980年代後被廣泛接受，標誌ç生物

科學研究從零碎研究（bits and pieces）

轉變為對各種生命形態（小到基因大

到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研究bp。「生物

文化多樣性」概念最早源於語言學。

1990年代初，語言學家呼籲人們正視

全球現存六千多種語言中許多都面臨

「滅絕危機」，尤其是那些原住民和少

數民族的語言bq。他們指出，世界上

語言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往往也是生

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亞馬遜、東

南亞、喜馬拉雅山麓帶等）。這種重

疊引發了語言學家、社會學家、生物

學家和環境保護者的興趣，從而出現

了對生物文化多樣性進行整體研究的

新學科br。

迄今為止，生物文化多樣性研究

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尋找生物多樣

性和語言多樣性的關聯，以及對生物

文化多樣性進行定量的測算。與此

同時，研究者正在修訂生物文化多樣

性指數，並採用地理信息系統手段製

作展示世界生物文化多樣性的地圖

和數據庫bs。由於川滇藏區也是世界

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位於保護國際基金會（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界定的喜馬拉雅生物多

樣性熱點地區和中國西南山地生物多

樣性熱點地區內，同時這一地區也是

藏、彝、納西、5僳、獨龍等近二十

個民族的家園，因此採用生物文化多

樣性的框架來研究築路的多方面的影

響符合當地特點。不但如此，我們還

可以進一步深化這一框架，以期達到

更好的研究效果。

首先值得考慮的是擴大現有框架

中對文化多樣性的理解，不應拘泥於

將語言多樣性作為主要的參照指標。

現有研究中的文化多樣性指數只包含

一個地區內的語言、民族和宗教數

量。筆者認為，文化多樣性還應包括

當地的風俗習慣、藝術表現形式、社

會組織形態、性別觀念、本土知識體

系等諸多方面。其次，目前的研究多

數還偏重於對語言文化和生物多樣性

相互關聯的全球範圍的描述，我們需

要更多的對某一地區作出深入詳細的

生物文化多樣性的案例研究，在此基

礎上再進行一般性的歸納總結。最

後，我們應將重點放在對生物文化多

樣性進行動態的考察。換言之，在

研究中除了描述生物文化多樣性的現

狀外，還應ç重考察它的變化過程以

及導致變化的因素。以道路為例，我

們應將道路視為變化驅動者（agent of

change），在對當地語言、宗教、社會

及文化的狀況有所了解的基礎上，再

ç重考察近年來大規模的道路建設對

它們帶來了何種影響，從而掌握文化

多樣性變化的軌W。

三　「彈持論」及社會和生態
 系統的關聯性　　

如果我們將倡議的「路學」置於生

物文化多樣性的框架l，並從動態的

以道路為例，我們應

將道路視為變化驅動

者，在對當地語言、

宗教、社會及文化的

狀況有所了解的基礎

上，再4重考察近年

來大規模的道路建設

對它們帶來了何種影

響，從而掌握文化多

樣性變化的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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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對建設道路的影響進行研究，下

一步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去描述和分析

這一動態過程，並且能兼顧文化和生

態兩大系統。實際上已有人作了這方

面的努力。從系統生態學中發展出來

的「彈持論」（Resilience Theory）試圖回

答生態及社會系統如何相互影響和如

何變化這一核心問題，並在學術界獲

得愈來愈多的關注。筆者在這l做一

簡單的介紹。

「彈持能力」（resilience）是由理論

生態學家霍林（Crawford S. Holling）在

1973年提出的概念，並由此發展成為

系統生態學和生態保護學領域頗具影

響力的一種理論導向。根據這一理

論，彈持可分為兩種：一為工程彈持

（engineering resilience）；二為生態系

統彈持（ecosystem resilience）。前者注

重於一個平衡系統對外來干擾的抵抗

能力和回到原初穩定狀態的速度。

彈簧伸張合攏的工作原理是個形象的

例證。加拿大數學家路德維格（Don

Ludwig）舉過一個簡單的例子：設想

人們不斷地給一艘船添加石頭，最終

導致船隻沉沒，那麼在沉沒之前所有

石頭的總重量就是那條船的彈持能力

的大小bt。而生態系統彈持則更為複

雜。它ç重的是那些通常處在不平衡

狀態下的系統，不穩定性有可能使

這些系統轉化為不同的形態。在這種

環境中，彈持指的是一個系統轉變

重構之前能夠承受消化的外部干擾的

大小。

工程彈持和生態系統彈持的根本

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強調平衡穩定，認

為自然中各種系統的變量都是可控

的，並且後果也是可預測的；而後者

承認自然和社會處於不斷變化之中，

彈持能力的大小意味ç系統適應變化

的能力，以便在系統發生根本變化之

前保持動態的相對穩定狀態。彈持論

的倡導者指出，這種思維對理解當今

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全

球暖化、生物多樣性消失、生態系統

的保護，以及可持續發展都應有所裨

益ck。

霍林及其追隨者認為，生態系統

永遠處於動態的變化之中，一系列不

同形態和結構在長時間中交替延承。

這個過程可以視為一種適應循環周

期，包括四個階段：快速成長期、成

熟期、突變期和重組期。彈持能力在

第一階段最強，隨ç系統的成熟和各

部分之間緊密關聯交疊，彈持能力逐

漸減弱，最終達到一種脆弱狀態——

即哪怕是很小的干擾也會導致一連串

的變化，使得系統進入重組階段。

這一階段系統的穩定性最弱，系統的

彈持能力也最小。所以生態的適應

是一個相互套疊的過程，生態系統由

關聯性和不斷適應的可能性構成。

近年來，研究者用不同生態系統中的

各種實例來檢驗霍林的理論，在這

些例子l，生物物理因素和人類因

素誘導的干擾都被放在一起加以考

慮。不僅如此，彈持論也被用來嘗試

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例如美國電話

電報公司（AT&T）的迅速崛起到盛極

而衰cl。

限於篇幅，筆者將另文詳細介紹

彈持論，在這l只想就其與道路研究

的適用性略說一二。首先吸引我們的

是其對生態系統動態性的強調。不僅

如此，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強調的

非線性變化和多平衡狀態的觀點。以

往對彈持的狹義認識認為一個系統只

有一個平衡狀態，霍林認為系統可以

存在多個平衡狀態，因而擴大了彈持

彈持論的倡導者指

出，生態系統彈持的

思維對理解當今人類

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

題，諸如全球暖化、

生物多樣性消失、生

態系統的保護，以及

可持續發展都應有所

裨益。



76 經濟、社會
與傳媒

的範圍。彈持作用並不需要將系統復

原回到原來的「那個」系統，而是只要

回到數個可供選擇的平衡狀態之一即

可。這種思路對研究社會文化系統尤

為有益。

社會文化過去在功能主義者眼中

是一個各部分整合完好的系統，l面

的各部分共同發揮功用從而使得整個

系統保持在平衡狀態。這種思路包含

了一個假設，即社會文化系統要麼保

持平衡狀態，要麼失衡面臨崩潰。換

言之，社會文化系統l沒有變化或轉

型的餘地。在研究道路時，採用彈持

論的非線性變化和多平衡狀態觀點有

助於我們考察當地社會和生態適應性

的多重狀態，在探討築路的影響時，

會注意到社會和生態系統的多種變化

軌W，從而避免簡單地認定只存在ç

一種理想化的演進走向。

彈持論最吸引人之處是它對社會

和生態系統關聯性的強調。彈持論者

十分自覺地在對生態系統的討論中關

注社會和人的因素，認為人類和生態

系統的互動能夠改變其彈持能力。這

一開放且「人性」的觀點凸顯了生態和

社會系統不僅應該而且可以在一個整

合框架中加以研究，而社會系統和人

類的特殊性也應全面納入考量。人類

和生態系統互動，採取主動行動，在

各種不同情形和環境中做相應的多元

決定。具有學習能力的人能夠積累知

識，建立社會組織，從而增強了他們

與生態系統互動的適應力和彈持力，

而道路本身正是人與生態和社會兩個

系統發生關係的產物。正因為此，關

注人的主觀能動性，考察道路為甚麼

在不同時代，為了不同目的而被修

建，以及具有甚麼不同的社會生態影

響就顯得尤其重要。

四　研究問題及材料收集
整合　　　　　

置於生物文化多樣性這一系統全

面的框架下，採用社會生態系統具有

動態彈持這一理論視角，以川滇藏區

公路為具體例證，「路學」研究者可以

提出並試圖解答以往囿於單一學科視

角不能得到滿意回答的問題。概而言

之有以下幾個方面：

（1）道路史：1949年前當地存在

甚麼樣的道路？對當地社會、經濟和

政治生活起到甚麼作用？建國後不同

時期不同的發展理念（development

scheme）如何影響了不同時期築路的

重點？應該如何綜合各方面各學科的

數據材料對藏區道路歷史進行一個全

方位的描述？

（2）道路的生態環境影響：道路

對當地環境、動物棲息地、水系流域

和本地物種有何直接的影響？還有一

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林區公路的修築

與森林砍伐的關聯。森林快速消失對

當地動物和植物，以及少數民族的傳

統生計有何直接和間接影響？

（3）道路與社會文化變化：道路

對促進當地各民族之間社會文化交流

和人口流動起何作用？道路和當地文

化變遷的關聯表現在哪些方面？建國

後不同時期道路建設的不同理念、現

代化和全球化的不同時代背景對道路

建設的影響，以及道路本身在不同背

景下如何以不同角色對社會產生影

響？這種互動關係應是研究的重點之

一。

（4）道路與社會生態彈持：面對

道路帶來的變化，當地社區採用何種

應對策略適應並維護傳統生計方式？

傳統知識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起何種作

採用彈持論的非線性

變化和多平衡狀態觀

點有助於我們考察當

地社會和生態適應性

的多重狀態，在探討

築路的影響時，會注

意到社會和生態系統

的多種變化軌B，從

而避免簡單地認定只

存在4一種理想化的

演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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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何評估和衡量當地生態系統

應對變化的彈持能力？社會生態兩大

系統的彈持能力如何聯繫起來加以

考察？

（5）道路與「路學」：如何能夠實

現對道路複雜影響的整合性研究，即

建立一門「路學」？這一針對藏區道路

的研究對檢驗和完善彈持論能否有所

貢獻？道路研究如何吸引更多受眾，

擴大影響面，以期在今後發展政策

的制訂過程中獲得「擲地有聲」的話語

權？

顯而易見，要回答以上問題只有

通過多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遺憾的

是，以往兼顧生態和社會文化系統的

「路學」研究幾乎不存在，材料數據收

集明顯不足，缺乏對當地生物文化多

樣性系統的了解。有鑒於此，筆者建

議採用各種方法收集相關數據資料作

為工作起點，以便為下一步整合性的

「路學」研究奠定一個扎實的基礎。

細而言之，可以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

ç手：

第一是歷史和檔案資料。可以分

幾部分：首先是整理有關各個民族遷徙

進入這個屬於藏彝走廊地區的歷史，

這樣做有助於加深對當地文化多樣性

形成歷史的了解；其次是對1949年前

當地道路歷史資料的收集，尤其是現

在所說的「茶馬古道」；最後是對當代

幾次築路潮材料的收集，包括政策的

制訂、施行和影響。地方志書、檔案

資料和口述歷史應是主要收集途徑。

第二是政府主持的地方調查、人

口普查和統計數據。在1950至60年代，

中國政府開展了對少數民族人群經

濟、歷史、語言、文化和政治狀況大

規模的調查，以服務當時構建民族國

家的需要。藏區的調查1970年代才進

行，大部分調查結果在1980至90年代

結集出版。雖然打ç時代烙印，但這

些調查材料仍然可以作為了解各民族

生計方式變化的參考材料。1953年的

人口普查沒有在藏區開展，1964年的

數據可靠性難以保證。1982、1990和

2000年的幾次數據可以利用。近年來

當地各級政府出版的各種統計年鑒，

尤其是森林、交通和旅遊等專業年

鑒，提供的資料很有價值。

第三是各種地圖、航拍照片、Ò

星圖像和地理信息系統材料。1960年

代中之前的築路情況，可以參照美國

冷戰期間利用航拍照片製作的高比例

尺藏區地圖集。1980年代中之前的道

路狀況，可以利用中國中等比例尺的

農村地圖集。1990年代以後築路情況

的數據可以利用Ò星圖像資料。此

外，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包含了鄉一

級道路的數據。這些都是進行量化分

析時不可缺少的數據。

最後是田野調查材料。無論是通

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問卷調查、

口述歷史還是野外考察，這些第一手

材料都將成為今後研究的參照物。可

喜的是多年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

科學院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建立了

多個數據庫，範圍涵蓋植物、動物、

地理、瀕危物種、民族狀況和民族語

言狀況各方面。其中涉及到藏區的部

分是道路研究者可以利用的寶貴材料

積累。就收集到的材料而言，可以考

慮建構一個藏區道路歷史地理信息系

統，將各方面的數據資料搭線、整

合，以便供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使用。

五　結論

「路學」是一門從跨學科的角度對

道路的修建、使用和影響進行綜合研

以往兼顧生態和社會

文化系統的「路學」研

究幾乎不存在，材料

數據收集明顯不足，

缺乏對當地生物文化

多樣性系統的了解。

筆者建議採用各種方

法收集相關數據資料

作為工作起點，以便

為下一步整合性的

「路學」研究奠定一個

扎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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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學科。道路和人類及自然無時無

刻不在「互動」，「路學」只有置入同時

涵蓋社會和自然兩大系統的學科框架

和理論視野才能真正全面了解研究對

象。本文是筆者對「路學」研究的總

論，限於篇幅，簡要地介紹了生物文

化多樣性框架和彈持理論，提綱挈領

地闡述了兩者對「路學」研究的適用

性。在搭建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就如

何界定確立研究藏區道路的各種問

題、如何收集研究材料和數據，以及

如何整合相關材料提出進一步建議。

「路學」涉及領域之廣，絕非窮數

位學者之力而能畢其功。筆者在本文

中勾畫「路學」的潛力和遠景，倡議建

立「路學」，意在拋磚引玉，吸引更多

的研究者加入這一新興研究領域。可

喜的是，就藏區公路研究而言，已初

步形成一個學者群體，成員來自生物

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歷史

學、地理學、政治學和傳播學等各學

科，並逐步展開了相關子課題的研究。

相信只要研究者能夠扎扎實實地努

力，開渠引水，來自各個學科的源頭

活水相互激蕩，「路學」就會一步一步

地發展並最終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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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而能畢其功。可

喜的是，就藏區公路

研究而言，已初步形

成一個學者群體，並

逐步展開了相關子課

題的研究。相信只要

來自各個學科的源頭

活水相互激蕩，「路

學」就會發展並最終

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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